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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中后叶形成的银钱并行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但相同的货币格局下,两朝政府对钱法的管

理能力却显现出很大的区别: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 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挽救

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

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 铜钱

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 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

强。 明清铜钱流通体制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

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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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要转型,其中白银在与国家发行货币、民间私钱的角逐中脱颖而

出[1] 。 明代是宋以后白银货币化向货币白银化演进的成型阶段,白银作为货币体系的价值基准地位牢

固确立,与之相对,铜钱的价值基准地位不断消退[2] 。 明代铜钱体制处于式微状态。 不过,清代的铜钱

体制却呈现出重整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铜钱的流通地位,不少地区出现了“钱进银退”的现

象。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论述较少。 然检视学者对明清铜钱问题的研究,已或明或暗地体现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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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王裕巽等对明代铜钱政策及铜钱流通做了很好的梳理工作[3-4] ;万志英系统分析了明代

银钱钞的变迁关系,并对历朝货币政策、银钱比价、私钱问题、银进钱退等问题进行了比较[5] ;张瑞威先

后探讨弘治(1488—1505 年)至万历(1573—1620 年)铸钱的始末,认为明朝铸钱主要源于财政压力,但
铜料匮乏使铸币难以持续;地方市场多不接受官钱,导致铸币不断失败[6-8] ;刘光临估算了明代铸币数

量,认为官钱仅占私钱的 1 / 8,侧面说明政府在货币制度层面的缺位,以及货币供给方面的匮乏[9] ;张
宁认为铜钱流通体制危机引发明代货币制度转型,并指出铜钱危机表现为流通区域分为“行钱之地”
和“不行钱之地”,“行钱地方”内部私钱不断衍生演化,替代官钱[10] ;邱永志系统探讨了明代的货币转

型问题,并将其置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演化背景中考察。 具体到铜钱问题,他认为明初货币体制及

长时间的禁钱政策,不仅带来了货币制度的缺失问题,而且使得明代钱法出现了先天不足的缺陷。 成

化(1465-1487 年)以降历朝疏通钱法、铸行铜钱不断遭遇挫败,私钱泛滥成灾,行钱之地不断萎缩,“银
进钱退”等表明钱法遭遇很大困境[1]187-283。

对于清代制钱制度的研究,李强、王德泰等都曾著有专著。 李强考察了清代铜政的运行问题,认为

严密的运输路线和官员管理制度设计源自政府对铸钱的高度重视;王德泰在系统梳理清代铜钱政策的

同时,更注重挖掘清廷铸币的获利情况,认为清廷铸钱能否获利是政府铸钱与否的关键[11-12] 。 在铜钱

流通方面,燕红忠利用前人研究数据和清代铸局记载数据等,大致估算了清代铜钱流通数量及货币总

量。 此外,燕红忠还认为铜钱与白银相辅相成,白银流通量增加时铜钱流通量随之增加[13] ;和文凯对

比了清代和欧洲国家的货币制度,认为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小额铜钱的稳定流通是中央政府与

地方铸局的良性互动,铜钱广阔流通是基于清政府因地制宜的政策,并肯定了清政府有力的货币政

策[14] ;戴建兵等估算了清朝铸钱量在 GDP 中的占比数,认为清廷的铸钱活动为社会经济增长贡献了

动力[15] ;黑田明伸认为,清代中叶是铜钱渗透下层的过程,形成“一体性低而稳定”的特点,银钱各自服

务于层级化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16] ;彭凯翔从流通实态角度对货币的多样性及其内在

运行机制进行揭橥。 地域市场上虽存在着铜钱短陌、虚实相参以及多种货币并用的“紊乱”现象,但是

比价不一的短陌钱法以及虚拟货币制度却能够通过自发改变比价关系达到以虚御实的效果,节约交易

成本,同时形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货币结构,维持着市场秩序的某种稳定状态[17] 。 面对前朝遗留的货

币问题,清廷励精图治,努力整顿铜钱体制,通过日渐严密的铜政及稳定的开设铸局等,不断解决铜钱

供给不足的问题。 持续有力的货币政策使得行钱范围不断扩散,并渗透至民间下层。 在货币不足的地

区,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解决日常交易问题。
此外,郑永昌、张宁等横跨明清两代对铜钱问题进行分析。 郑永昌主要着眼于银钱比价与民间思

想,认为两朝银贵钱贱的原因不同,明末源于铜钱劣质,清初则是白银短缺[18] ;张宁从银钱币制入手,
分析了明清几个世纪中银钱关系演变的内因,并着力探讨清代铜钱与白银实际流通状况[19] 。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明清铜钱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不少进展,但仍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学界关于明

清铜钱流通体制的比较研究较为匮乏,没有深入揭示两者的主要差异;其二,学界对于两朝制度层面、
流通层面由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分析不足。 鉴于此,本文试图论述这些问题。

二、明代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

明初朱元璋建立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与“画地为牢”式的社会经济体制深度挤压了商业市场的

发展空间,货币制度失去良性发育土壤,大明宝钞彻底沦为名目空心化的新型纸钞类型[20] 。 作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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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钞体制的配套措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明廷开始颁行禁止铜钱流通的“禁钱令”。 实行半个世

纪之久的禁钱令,对铜钱信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打击。 纸钞崩溃后,政府并未有效重整货币制度,国家

在货币层面的缺位,导致民间货币秩序紊乱并自行演进。 铜钱供给不足及信用崩塌,不仅导致宋金以

降实现货币化的白银进一步被民间及政府所倚重,也带来明代铜钱流通体制整体式微。
(一)铜钱制度层面的式微

明代币制的混乱,究其根本在于政府管理的缺失。 由于禁钱令的存在,明前期铜钱制度长期处于

缺失状态,禁令解除后,政府默许铜钱流通的同时并未规范其流通制度,也无相应的铸币举措。 自弘治

(1487—1505 年)开始,明廷着手整顿铜钱,然铸币数量不足和官员推诿令货币制度建设举步维艰,至
明末也未竟其功。 故铜钱流通体制呈现明显的式微特点,具体体现在铜钱制度变化无定及其对货币市

场干预不足两个方面。
其一,铜钱制度变化无定。 明代以铜钱流通体制为标准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洪武年间流通

铜钱时期(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十七年,即 1368—1394 年)、禁钱且不铸钱时期(洪武二十七年至景泰年

间,即 1394—1457 年)、不禁钱且不铸钱时期(景泰年间至弘治十六年,即 1450—1504 年)、大力整顿钱

法时期(嘉靖年间至万历年间,即 1522—1620 年)、趋向滥铸时期(天启崇祯年间,即 1621—1644 年)。
初期货币制度的不健全是探究明代铜钱行用起伏不定的起点,洪武初年限于铜料匮乏等因素,钱法日

渐式微,铸局屡开屡罢,如史载:
先是元年七月,命户部及各行省罢铸,未几,复开。 至是行用宝钞,遂罢宝源局铸钱。 明

年六月,并罢各省宝源局。 十年五月,复命各省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二十年又令停

铸……二十二年六月,收废铜铸钱,更定钱式,並置各省宝源局……二十六年七月,以铸钱扰

民,复罢各布政司宝源局,在京则仍旧鼓铸①。
政府发行宝钞后,短期内不仅解决了财政匮乏问题,而且在政治层面打压了江南富豪[20] 。 为避免

铜钱妨碍宝钞流通,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严令禁用铜钱:“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

铜钱行使。 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②此后,
专行宝钞。

景泰年间(1450—1457 年),宝钞体制崩塌已成定局,无奈之下默许铜钱流通,“景帝时,以钞法不

通,复申钱禁,旋听民相兼行使”③。 碍于祖宗成例,景泰一朝仍未铸币,除解除钱禁外再无铜钱制度构

建。 弘治十六年(1504 年),明廷在财政压力下开炉铸钱[6] ,由于准备不足,两年后,铸币进度仅完成

2 / 10,铜钱解禁后的首次官方铸钱行为以受挫告终[6][1]151-155。
到了大力整顿钱法的嘉万时期(1522—1620 年),铜钱颓势也难以挽回。 嘉靖皇帝欲补铸历朝铜

钱以便民,庞大的铸钱计划远超宝源局的铸造能力,至隆庆朝(1567—1572 年)都未曾补铸完成[7] 。 万

历初年(1573 年),正值一条鞭法快速展开的时期,白银逐步成为赋税及交易的主体,为稳定国家经济,
张居正于万历四年(1576 年)再次大规模开局铸钱[1]108-136。 铸币运动从京师扩展至全国,各省积极响

应申请开炉。 但随着各省铜料匮乏和地方货币投放不利,明廷进退维谷,且不产铜的地区“未得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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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 475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 3417 页。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 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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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已被铜之害也”④。 无奈之下,罢铸各省铸局,明代又一次大规模的铸币活动至此终结。 天启崇祯

年间(1621—1644 年),受制于军费财政压力大量收缴小钱用以扩铸,官钱质量急转直下,最终与民间

私伪钱的质量趋同,“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

弥多弥恶,旋铸旋销”⑤。 崇祯六年(1633 年)罢除钱法侍郎一职后,政府再度放弃了钱法管理。 据刘光

临估算,截至隆庆六年(1572 年),明朝的铸钱规模在 400 万贯至 600 万贯之间[9] 。 全汉昇估计,明朝到

16 世纪末为止的 200 多年间铸钱数额恐不会超过 1
 

000 万贯[21] 。 铸量稀少,可见一斑。
在允许铜钱流通的时期,铜钱也逐步被税收体系所排斥。 弘治十八年(1505 年),规定课税缴纳铜

钱,并要求历朝旧钱与本朝钱各半缴纳,如没有洪武等本朝钱则旧钱价值折半征收⑥。 当时,明制钱稀

少,民间多用唐宋旧钱,势必难以满足纳税要求。 为了不损害自身利益,民间多仿造制钱。
嘉靖年间(1522—1566 年),铜钱私铸严重,缴税时官员仅收取嘉靖钱,严重破坏了其他旧钱的信

用地位,“三十二年,以钱法不通,定为轻重二则:凡嘉靖制式,以七文易银一分,为上则;洪武诸式,若前

代杂钱,倍之,为下……阁臣又言,去岁禁止铅锡薄劣诸钱,只许用嘉靖及本朝制钱,税课抽分诸厂专收

嘉靖钱,不收他钱”⑦。 此后,嘉靖通宝也趋于被仿铸,课税专用白银,“七文准银一分之令,听民便,不
定文数,宣课司收税官俸俱用银,穆宗初言者谓,钱法不行,由税课征银而不征钱”⑧。 万历年间

(1573—1620 年),御史冯应凰指出:
钱法犹以公私不相流布为言,谓官给之民,则银钱并用,民输之官,则尽去其钱。 宜通行

内外,官司一切收支征解,银钱相兼云云,然则前此收钱之令屡下,而折银者,固自若也⑨
 

。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税收对于货币流通具有很强的推动力,其背后机理在于以国家信用来支撑货

币本身的信用[22] 。 然而,明朝官员收税时对铜钱的挑拣及排斥,加剧了铜钱市场的混乱。 对此,任源

祥精辟道出:
行钱之法,则惟曰钱粮纳钱……古者赋出于田,曰粮,其折征而纳以铜钱,故谓之钱粮,

钱粮纳钱其来已久,有不必见之于议论者,自明季以来,钱粮课程尽数纳银,不纳钱,钱于是铸

而不行。
其二,政府干预货币市场能力较弱。 由于缺乏良性货币体制的支撑,明廷对货币市场的调节能力

有限。 弘治三年(1490 年),为缓解民间通货紧缩的压力,命天下所有储币局倾发存积货币,令洪武、永
乐、宣德钱与历代钱共同行使。 但弘治七年(1494 年)司礼监张永却上奏道:“洪武等钱即历代钱例得

兼行,但内无关给,外无征收。”说明其政策并没有贯彻执行,原因如下:
弘治正徳间,大学士刘健等屡奏,司钥库铜钱该部奏请支用,内官展转推延,至今不发,

是其明证矣。 然则张永非内官乎? 何以独请发,曰争利相倾,往往而有司钥库太监忌承运库

之擅利而请收钱,承运库太监忌司钥库之擅利而请收银,俱正得二年事,如此者不一而足也。
京师之病,内官为梗矣,外省谁实为之,曰辇毂之下,虽令不从,外省尤鞭长不及。 自皆泄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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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诏命多废格矣。
内府宦臣及外省官员的推诿,导致投放铜钱的诏令时隔四年仍未落实。
万历铸钱时期,由于利不酬本,各省争相申请罢铸。 如南京官员上奏请求明廷在“不行钱地方”遵

从习俗,但并未得到批准[23] 。 虽然明廷诏令强硬,但地方行省却不一定严格遵从,如福建省官员说:
“地方原有钱处,则不必开局费事,余巡延平地方自有旧钱,余不敢迎江陵意,虚开一局,然亦不闻嗔

恼。”以上两例,足见明廷干预民间货币市场何其困难。
此外,民间不愿接受官钱也使政府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 弘治十六年(1503 年)铸钱受挫,原因不

仅在于各省入不敷出,民间也较为排斥新钱,“铺户关领物价中,有洪武等钱,市不通行,负累未便”。
投放受挫、负债增加使工部及各省铸局难以持续执行政令[6] 。 嘉隆万等朝也面对同样的尴尬局面。 民

间排斥新钱也是嘉万铸币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所铸铜钱难以流向市场,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也就

无从谈起。 “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 而钱不加多,何
也? 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 受初期货币制度缺失

的影响,明中后叶大力整顿钱法,但效果始终不佳。 铜钱制度建立的迟滞与混乱和政府对铜钱市场的

干预能力不足,无不体现着明代铜钱制度的整体式微。
(二)铜钱流通层面的式微

政府在铜钱制度层面缺位,导致铜钱供给不足,好钱在市场竞择中不断被窖藏与熔铸,铜钱价值持

续下跌,民间的持有动机也随之下降。 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微弱,导致铜钱流通层面呈现式微

态势。
其一,铜钱流通范围萎缩。 成化年间(1465—1487 年),民间分化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

其中“行钱之地”指仍在流通铜钱的区域,“不行钱之地”指不流通铜钱的区域[10,24] 。 “行钱之地”范围

远小于“不行钱之地”,且其范围持续缩小。
弘治十七年(1504 年),为了顺利疏通钱法扩大流通范围,诏令:“其原不行钱地方,责令巡抚、按及

有司督行之。”但九年之后,政策实施不利,给事中张文建议:“臣以为自来钱法不通之处,势难骤变,
且诸司职掌不开云贵闽广四处,宣德年亦止行浙江等四处,必有深意。 宜先将两京样钱发前地暂一行

之,势能渐革,开铸未晩,若习俗难变姑聴顺之。”弘治皇帝听从,放弃了扩张“行钱之地”的举措。
由于货币供给不足,“行钱之地”内的货币行用也出现复杂的演化并逐渐沦为“不行钱之地”。 嘉

靖年间(1522—1566 年),命“行钱之地”所有新旧铜钱并行流通,并规定新钱价值为历朝旧钱的两倍。
此令扰乱了市场中的货币秩序,引起民间盗铸新钱,法令难以持续。 且民间沿用旧钱已久,各地有自己

自律性的货币使用机制,“行钱之地,习於旧钱之贵,而新钱之贱。 一旦闻以铸钱行之,则必以新钱不可

久用”。 政府的强硬干预不但没有使新钱被接受,而且导致旧钱价值降低。 万历初年多地开设铸局

疏通钱法,最终由于铜料不济失败,“行钱之地”萎缩,“钱者,泉也,如水行地,无之而可壅也,今各省直

242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 485 页。
李乐:《见闻杂记》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899 页。
谢肇淛著,郭熙途校点:《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辽宁教育出版社,第 257 页。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弘治十六年二月丙辰,第 3622 页。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 486-487 页。
范钦:《嘉靖事例》,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156 页下栏。
康海:《对山集》卷二十一《擬状议》,第 165 页。



邱永志,等　 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

部邑,行者不能以十五”。
随着嘉万改革的推进,白银不断嵌入贡赋体制之内,并很快成为社会的主要货币,“自大江以南,

强半用银。 即北地,惟民间贸易。 而官帑出纳,仍用银。 则钱之所行,无几耳”。 甚至在偏僻乡村,白
银都替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发生了从“乡村自少至老有不识银,一村之中求一银秤无有也”到“今民

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的转变。 到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 年),“行钱之地”进一步萎缩:
“铸通宝,惟东过关宁,北过沿边,南不越徳州,西阻于山东,山东一省或行或不行,河以北则纯用杂假

钱,河以南则纯用古钱”。 明中后叶铜钱流通范围大体如图 1 所示。
其二,私钱驱逐官铸钱。 在“行钱之地”,私钱问题严重。 在明前中叶,在制钱供给有限的前提下,

基层交易多用宋钱,然宋钱数量始终有限,难以满足市场日益增加的货币需求。 “然宋钱无铸者,多从

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 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 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
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盜”。 通货紧缩使得私铸钱成为民间自发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盗铸的存在始终

影响着明制钱的运行。 由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规定的钱价远高于市场价值,新钱发行不仅遭

到民间抵制且引起趁机牟利者仿制盗铸[25] ,官钱极高的购买力吸引私铸钱源源不断涌入,“近京在年

买卖,惟用永乐钱,其余不用。 以致在外苏松等处纷纷伪造,来京货卖,其钱大小不一,俱各杂以锡、铁
等物,致使在京军匠人等亦私铸造,日趋于诈”。

图 1　 明中后叶铜钱流通范围示意图

私铸的涌入使铜钱质量迅速下跌,嘉靖十五年(1536
年)京城铜钱掷地即碎,铜钱表面笔画模糊,甚至不是铜料

所铸,质量差得令人惊诧。 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类群体纷

纷加入私铸群体中,“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不敢讦”。
以至于私铸之风愈演愈烈,“钱之弊,官铸者不一二,而私

铸者已千万,新以混旧,薄以混厚,轻以混重,铁锡以混真,
巧伪日滋,虽法有死禁不息”。

官钱受制于私铸力量的强大,出现各种问题。 尽管官

钱发行时质地精良但使用未久就被私铸替代,新钱购买力

极高,即使仿铸钱短期内也难以辨别,导致新钱多为民众

所斥,“甚且美恶不分,公私溷杂,于是民间营利者,每多其

数以求售,夫喜贱而恶贵者,人情也,恶贵则新钱愈壅”。
私钱的蔓延速度远远超过官钱发行速度,且其名目极多,“铜钱挑拣,巧立名色。 洪武、永乐、宣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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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庆钱、沙版、圆眼、洗背俱称二样,下脚、新钱等项,三分折一分行使挑拣,一色、双迈、大样方准一

文”。 正德至嘉靖时期(1491—1567 年),行钱之地大多为私钱所占据,货币市场进入“私钱时代” [24] 。
其三,银钱比价波动较大。 受明初禁钱令的影响,明前期银钱比价少有记载。 景泰默许铜钱流通

后,好钱价值稳定,银钱比价不仅显现分层,且好钱围绕 1 ∶700 的价格上下波动。 但好景不长,至正统

年间(1436—1449 年),民间私钱快速蔓延至多数“行钱之地”内,私钱价值快速下滑:
国初至弘治以来皆行好钱,每白金一分,准铜钱七枚,但拣择太甚,以青色者为上。 正德

丁丑,余始游京师,初至见交易者称钱爲板儿,问焉,则所使者皆低恶之钱以二折一,但求如

数,而不视善否,既而南还则吾乡皆行板儿矣,好钱遂阁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
由于私钱铸造成本和工艺不同,在不同的“行钱之地”使用的铜钱不同,各类私钱出现严重的价值

分层:“我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但民间使用则随其俗。 如闽中福、兴、汀、邵、福、宁皆不

用钱。 漳、泉、延、建间用之。 泉、漳所用之钱与延、建异,泉又与漳异,或以七八文,或以五六文,而各准

银一分。”此时,好钱价值仍旧稳定,但此后嘉靖万历大力整顿钱法,工艺精美的新铸币流入市场,冲
击了此前稳定的好钱体系,嘉靖皇帝诏令:“嘉靖钱以七文准银一分,洪武等钱与前代杂钱上品者,俱如

嘉靖钱例,其余视钱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一文准银一分,一切私造悉行禁止。”生硬的指令加

剧铜钱市场的混乱与私钱体系的分层。 万历年间(1572—1620 年)好钱也出现分层现象,火漆、金背、
旋边价值各不相同。 在 1578 年,金背的比价为银 1 两 ∶800 文,火漆的比价为 1 ∶1

 

000,其他好钱的比价

为 1 ∶1
 

200。 图 2 为明代银钱比价示意图,其中显见银钱比价的波动与铜钱的价值分层问题。

图 2　 明代银钱比价示意图(单位:每两)

尽管明廷屡次强调法定的银钱比价,但囿于货币市场干预能力的不足,多无成效。 到崇祯年间

(1628—1644 年)铜钱管理更加混乱,私钱质量趋于恶滥,甚至好钱的价值也急剧下滑。 明末受战乱影

响,为弥补军费,政府大量收缴好钱熔铸制钱,导致银钱比价进一步紊乱,“癸未(1643 年)而后,每千兑

银不过三钱有奇。 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 明中后叶,民间交易与朝廷赋税基本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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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铜钱的流通范围反复萎缩。 在“行钱之地”,铜钱最贱的时候甚至达 6
 

000 文值白银 1 两,这与明

代所规定的 1 ∶700 的官定比价相去甚远,足可见银钱比价之波动状况。

三、清朝铜钱流通体制的重整

明清易代后,面对式微的铜钱体系,清廷励精图治,着力重整失序而混乱的货币制度,在清中叶实

现了铜钱体制的重整。 清代承继了明后期的货币经济体制,从国家财政到民间交易,都无法离开货币。
为了社会稳定、宣示权威,铸钱势在必行。 不过,清初也存在铜料匮乏、好钱不足等问题,为了保证铜钱

供给充足,清廷制定严格的铜料政策,并由皇帝直接问责[12]59。 政府对重整铜钱制度锐意十足,最终使

得清代的铜钱流通重现繁荣。
(一)铜钱制度层面的重整

清初税收收入不足,国家财用捉襟见肘。 海外银流入减少,纸币有大明宝钞失败的前车之鉴。 顺

治八年至十七年(1651—1660 年)这 10 年,清廷每年少许引进过 12. 8 万贯纸钞,但想要解决财匮危机

只有铸钱可行,正如湖南巡抚高光斗所言“足国裕民,舍鼓铸外,别无长策已”。 为实现鼓铸的扩大,
清廷着力建设制钱制度,钱法不断复苏。

其一,钱法制度日趋完善。 与明朝反复无定的设罢铸局不同,清廷铸钱政策较为稳定,铸钱活动从

未完全停止。 各省铸局也根据地方钱价选择开铸与否,年铸币量有严格的规定。 铸造单位通常为卯,
闰年加铸。 持续的铸局开设,为铜钱供给奠定了数量基础。 表 1 为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 年)铸
局设立情况。

据表 1 可知,顺治年间(1644—1661 年)清廷铸局设立的数量稳步增加,顺治七年(1651 年)达到顶

峰,后稳定在 17 个。 除铸局开设稳定之外,清廷对于经理钱法官员的管理也较为严格。 顺治年间

(1644—1661 年)主要由户部汉右侍郎掌管钱法,宝泉局由满汉官员各一人管理,各地方由该省布政司

管理。 康熙十四年(1776 年),主管钱法的官员增加满右侍郎,满汉右侍郎共同管理钱法。 为了防止官

局私铸等问题,户工二局都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并设置监督官员,每两年更换一次。 钱法事宜全部由皇

帝直接问责[12] 。 铜料方面,顺治年间(1644—1661 年)主要依靠库储废铜、旧钱及民间铜料,其后派遣

官员大量购买洋铜,后期自行开发滇铜[11-12,19] 。 采买铜料的脚银、滇铜的运输路线都有详细规划,为方

便运输铜料减少运费,清廷多次修建水路,足见其制度设计之严谨。 如图 2 所示,顺康时期(1644—
1722 年)的制钱投放量达年均超 87 万贯,远超明代任何时期,乾隆朝(1736—1795 年)的铸币量更是直

抵 1. 5 亿贯[19]131-132。 如此巨额的铸币量侧面衬托出清代铸币政策之完善。
为保证民间铜钱正常流通,避免重蹈明代钱法阻滞的覆辙,清廷决定在部分税收领域强力推行银

钱并纳制度,比例为银七钱三:
十四年,户部疏言,直省征纳钱粮多系收银,见今钱多壅滞,应上下流通。 请嗣后征纳钱

粮,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永为定例,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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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1644—1661 年)制钱的鼓铸》,顺治四年六月十二日高光斗题亟请湖南开炉鼓铸事本,第 164 页。
有关滇铜运输的详细论述参见:王德泰《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第 67-146 页;李强《金融视角下的康乾盛世———以制钱体系为核

心》,第 64-130 页。

 

《清通典》卷十《食货》,商务印书馆发行,第 57 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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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顺治年间(1644—1661 年)铸局设立情况统计

年份 铸局数 所开铸局

顺治元年
(1644 年) 2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

顺治二年
(1645 年) 10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延绥镇局、临清局

顺治三年
(1646 年) 12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延绥镇局、临清局、武昌府局、荆州府局

顺治四年
(1647 年) 16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延绥镇局、临清局、武昌府局、荆州府局、盛京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常
德府局

顺治五年
(1648 年) 15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荆州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常德府局、江宁府局

顺治六年
(1649 年) 17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荆州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常德府局、江宁府局、
杭州府局、福州府局

顺治七年
(1650 年) 20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荆州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常德府局、江宁府局、
杭州府局、福州府局、济南府局、陨扬府局、襄阳府局

顺治八年
(1651 年) 11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

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济南府局

顺治九年
(1652 年) 11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

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济南府局

顺治十年
(1653 年) 16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
济南府局

顺治十一年
(1654 年) 16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
济南府局

顺治十二年
(1655 年) 17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
济南府局、莱州府局

顺治十三年
(1656 年) 16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宁府局、杭州府局、济南府局、
莱州府局

顺治十四年
(1657 年) 2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

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2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

顺治十六年
(1659 年) 2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

顺治十七年
(1660 年) 17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
济南府局、云南府局

顺治十八年
(1661 年) 17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西安府局、太原府局、密云镇局、蓟州镇局、宣府镇局、大
同府局、临清局、武昌府局、南昌府局、开封府局、江宁府局、杭州府局、福州府局、
济南府局、云南府局

　 　 资料来源: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99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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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等　 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

除了规定税收领域广泛纳钱外,清廷还令军饷也搭放制钱,国家储备米谷的采买不时用铜钱支
付。 政府在税收体系强力纳入铜钱,先期为铜钱的流通提供法偿保障。 有了强力的法偿基础,铜钱
的流通阻力必然会减小。 对此,清朝官员指出:

皇上允该部疏请,着为银七钱三分之令刊入大粮由单,使上可行于下,而下亦得行,上下

通行,全无阻碍。 固宜钱贵银贱,民用日舒,而国储日裕也。
对比两朝铜钱流通情况,不难看出税收纳钱是否成功存在重要差异。 明代税收排斥铜钱带来的影

响,谭纶早有所论:“夫今之钱,惟欲布于下,而不欲输于上,故其权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耳。”反观清
代,叶梦珠指出:“令民间完纳钱粮……当官纳收,于是钱价顿长,价至每千兑银九钱有奇,民间日用文
作一厘,谓之厘钱,公私便之。”可见税收纳钱政策的重要性。

其二,政府对货币市场具备干预能力。 货币的充足供给离不开材料的足量供应,顺治年间(1644—
1661 年),清政府在初期收集废铜的同时,积极寻找其他铜料来源,并针对铜料运输和采买设置专门的
官员与政策。 铜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即采买洋铜和挖掘铜矿[26] 。 采买铜料主要方式为官差办

铜,主要购买日本铜料,康熙年间(1661—1722 年)改为内务府商人承办[12]75-78。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准许云南自行开发铜矿,至此滇铜逐渐成为了清朝铜料的主要来源,铜料供给趋于稳定,铜钱供给
能力日益增强。 表 2 为清初铸局的铸钱数量,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五年间(1644—1676 年)铸钱总数为
288. 486

 

667
 

3 亿文,年均超过 87. 4 万贯。
表 2　 清初制钱铸造量

年代 数量(文) 年代 数量(文) 年代 数量(文)

顺治元年
(1644 年) 71

 

663
 

900 顺治十二年
(1655 年) 2

 

413
 

878
 

080 康熙五年
(1666 年) 295

 

879
 

800

顺治二年
(1645 年) 443

 

751
 

760 顺治十三年
(1656 年) 260

 

4872
 

380 康熙六年
(1667 年) 293

 

953
 

600

顺治三年
(1646 年) 624

 

823
 

960 顺治十四年
(1657 年) 2

 

340
 

870
 

816 康熙七年
(1668 年) 287

 

133
 

400

顺治四年
(1647 年) 1

 

333
 

384
 

794 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140

 

173
 

990 康熙八年
(1669 年) 287

 

656
 

560

顺治五年
(1648 年) 1

 

449
 

494
 

200 顺治十六年
(1659 年) 191

 

805
 

710 康熙九年
(1670 年) 290

 

542
 

250

顺治六年
(1649 年) 1

 

096
 

910
 

000 顺治十七年
(1650 年) 280

 

394
 

280 康熙十年
(1671 年) 290

 

475
 

830

顺治七年
(1650 年) 1

 

682
 

424
 

510 顺治十八年
(1661 年) 291

 

584
 

600 康熙十一年
(1672 年) 298

 

652
 

400

顺治八年
(1651 年) 2

 

430
 

509
 

050 康熙元年
(1662 年) 297

 

896
 

380 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293

 

476
 

680

顺治九年
(1652 年) 2

 

097
 

632
 

850 康熙二年
(1663 年) 295

 

735
 

360 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293

 

477
 

530

顺治十年
(1653 年) 2

 

521
 

663
 

740 康熙三年
(1664 年) 295

 

909
 

500 康熙十四年
(1675 年) 293

 

476
 

600

顺治十一年
(1654 年) 2

 

488
 

544
 

460 康熙四年
(1665 年) 298

 

652
 

400 康熙十五年
(1676 年) 231

 

365
 

360

　 　 清政府依照“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的原则,通过增减货币供给来调节并稳定社会经济。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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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七年(1643 年),史料记载“陕省钱少价昂,民用甚艰,亟需新钱出易,以平市价”。 这一因地制宜的

铜钱调节理念在康熙皇帝批阅谕长麟的评语中最能体现:
朕初阅时,因泉货流通,随时长落,原可听民自便,但该省见在钱价过贱,诸物未免增昂,

推原其故,自因银少钱多,以致钱价日贱,物价愈昂。 朕即想及该省暂停鼓铸,自可调剂得宜,
惟是钱银互易,务在商民两得其平……推原该抚所称,将江省各营兵饷暂以银两散放,并请

来春暂缓开炉一节,系为一时调剂起见,与朕初意相合,应照所请办理……如明岁停止局铸

后,钱价不致日贱,仍当照旧办理,即此法亦只可行之江省钱贱之处,而他省情形又各不同,亦
不得一例办理。
当银贵钱贱时,清廷有意停炉罢铸;当钱价高昂时,清廷通过军饷、俸禄及制钱出易等方式向民间

投放铜钱[12]55。 货币市场失调时,清廷有较强的干预能力,干预措施多样。 清中叶相对完善的货币管

理理念集中体现在铜钱铸钱和经济干预能力之上,甚至连同时期欧洲尤其是英国都难以企及[27] 。
(二)铜钱流通层面的重整

清廷有序推进的钱法制度,深刻影响了民间的货币行用,铜钱使用范围持续扩大,银钱比价逐步稳

定。 清廷充足的货币数量和管理手段,为铜钱的广泛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明代而言,铜钱流

通层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行钱范围大大扩张。 在铜钱流通范围方面,清代与明代呈现截然相反的趋势。 清代初期海

外白银流入大为减少,导致白银短缺问题突出。 此时,政府在改铸私钱、铜料供给日益充分的基础上投

放制钱,有效弥补货币不足,市场上出现了明显的“钱进银退”现象:
浙江如宁波、温州、台州等府,无论大小交易,往年皆但知用银而不知用钱,故一切小本

经营没人皆带有小戥一杆。 今则宁波温台各府不特分厘务用钱文,即成两成十亦皆用钱而

不用银矣。
闽省自二十余年以前,大小交易皆用银,两今自分厘以至田产各项交易,值银数十两曁

百两以外,皆用钱而不用银,广东从前则古钱与银兼用,今用银者亦多用钱文,用古钱者亦多

改用今钱矣。
窃见数十年来,银可贸易之物,渐改用钱。 即以江浙而论,如松江之布,杭湖之丝,浙东

之麻炭楮漆等物,向日收买俱系用银,今则无不用钱。
近来,张宁利用账本、刑档、碑文等资料详尽分析了全国钱银的演化态势并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

大运河沿线即原“行钱之地”及江西、安徽、浙江、山东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钱银替代现象。 以京城为例,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之前的 30 份房产交易契约中,29 份契价用银决定,而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到同治九年(1870 年)之间,26 件契约以钱计价的有 22 件。 原不行钱的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也日

渐有铜钱流通,在甘肃地区,道光年间(1821—1850 年)47 件兰州府河州契约中有 36 件以小钱计价,四
川地区在康熙(1662—1722 年)、嘉庆年间(1796—1820 年)铜钱使用数量较多,在川东巴县 34 件私人

地契,以钱计价的有 22 件。 同样不行钱的广东地区,日常小额交易多使用铜钱,大额交易使用银

钱[19]157-159。 刑部档案记载嘉庆朝时期(1796—1820 年)福建地区 17 宗借贷案件,其中铜钱占据 12 宗。
其时,铜钱使用数量与日俱增,白银行用反而消退,福建地区在货币使用结构上趋向于使用铜钱[28] 。

在铜钱相对短缺的地区,以制钱为本位,各地或实行短陌制,或衍生出“京钱”“宣钱”“东钱”“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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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题本:乾隆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内阁下户部,乾隆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陈弘谋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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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滦钱”“保钱”等各色名目的地域货币形式[29] 。 甚至由于行钱范围扩张迅速,导致铜钱数量不敷
使用,“迩年以来,钱价日贵,夫钱之贵,由於泉流日远、用钱日广,从前用银之地,皆改为用钱之区,是以
现在之钱,不敷生民之用”。

 

在清廷大力主导下,铜钱沿着白银流通的触角逐渐遍布全国。 明代成弘以降形成的“行钱之地”
与“不行钱之地”,在清代实现了有效整合,“钱法流行,莫如我朝。 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
钱,从古所未有也”。

其二,官钱驱逐劣质私钱。 面对明中叶以降形成的私钱态势,清廷起初严令禁止,“顺治四年,定
各处地方不许私铸伪钱,及用前代旧钱通行严禁”。 但官钱数量有限,尚不足以压倒私钱,之后更改诏
令:“题准明季废钱,愿送部者,量给价直如文,到三月仍旧行使者,枷一月杖一百,地方官以溺职论。”

政府严令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威慑,并减轻了明代私钱泛滥所带来的影响。 针对官员局私现象,清廷也
出台严令,“十年,题准官炉夹带私铸者,计赃以枉法论”

 

。 制钱的足量供给、纳税法偿等举措的实施
进一步压制了私钱的力量。 如黑田明伸所云,质地良好的制钱只要有充足的数量就可以取代私钱,成
为市场中最受欢迎的小额货币[30] 。 随着税收纳钱等法令的颁布,私钱在纳税领域缺少法偿能力,导致
私钱无法与官铸币争夺主导地位,虽私钱仍在民间流通,但已经无法对抗官钱。 清代虽然未能彻底消
除私铸私销等非法行为,但相比明代而言,私钱问题已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私钱虽对制钱仍有一定的
冲击,但民间流通货币的主体逐步转向官铸制钱。

其三,银钱比价可控。 顺治二年(1645 年),面对明末以来混乱的货币价值紊乱与货币分层问题,
政府规定银钱比价为 1 ∶700,试图规范铜钱流通。 因官价与市价相差悬殊,顺治四年(1647 年)调整为
1 ∶1000,后成为定例。 在干预比价方面,除增减铜钱投放的方法外,改重也是清廷平抑比价的重要手
段,“因顺治十年旧钱壅滞,改铸新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因钱价贱,又改铸新钱,重一钱四分”。
同时,为不使私钱扰乱铜钱秩序,清廷数次出台严令,如康熙十二年(1673 年)颁布禁例:“销毁制钱者,
犯人与失察官,皆照私铸例治罪。 地方官拿获,每一起纪录一次,至四起加一级;旁人首告者,所获铜一
半入官,一半给赏。”当银贱钱贵时,政府添炉加铸增加铜钱数量,通过军粮、俸禄及出易等方式投向
民间,并严令各钱铺不准囤积铜钱。 为防止民间销毁铜钱,雍正四年(1726 年)严令禁铜。 除法律手段
外,清政府还研发青钱,以技术手段防止私销,在稳定钱价方面取得不错的成效[31]582-598,从而使银钱比
价在清代前期逐步趋于稳定,如图 3 所示。

图 3　 清代银钱比价示意图

当然,清初的银钱比价波动性较大,其原因在于白银的短缺[32] 。 国内战争导致各地白银大量流向

942









倪模:《古今钱略》卷首《国朝钱法·大清会典户部钱法》,第 27 页。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九十四,第 1814 页。
《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四《户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82 页。
《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四《户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82 页。
陈廷敬:《午亭文編》卷三十《制钱销毁滋弊疏》,第 374 页。
《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四《户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83 页。
王宏斌:《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第 16-19、45-47 页。 按,本表剔除了 1705、1747 两个特殊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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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线,民间白银存量渐少,加上海外白银流入萎缩,多种综合因素导致白银购买力不断上升。 等
到政局稳定后,由于清廷财政压力减轻、海禁解除、海外银再次稳定流入等因素,白银紧缩的局面逐步
缓解,银钱比价趋于稳定。 如图 3 所示,清代的银钱比价基本围绕 1 ∶1000 上下波动。

四、转变的原因

据上述分析可知,明清铜钱流通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出现了从“行钱之地,十不及二”到“钱法流

通,莫如我朝”的巨大转变。 转变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清市场发展程度与市场基础存在差

异;二是民间对于货币的有效需求存在差异;三是两朝货币政策的力度和坚韧性存在较大不同。
(一)市场发展程度与发展基础的差别

我们知道,市场本身对于货币体系的建立与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或约束作用,发育相对较好

的市场与市场组织可以帮助政府迅速推广铸钱,而且市场自发机制甚至可以弥补政府制度的僵化与不

足,进而加速铜钱流通体制的重整。 发育不足的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府政策的开展与

实施[33] 。
清前期商品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市场网路历经战乱也复兴起来,货币化程度较深。 明初由里甲户

籍制度以及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等制度,构建起一套逆反市场和商业发展的实物体制。 货币经济在此

体制下备受排挤,为了实现南北经济的“均贫富”,明廷强制实行移民,并严厉打压富人阶层,致使商业

经济遭受打击[1]94-99,65-72。 随着时间的推移,“洪武型”经济体制逐步崩塌,然影响深远。 宣正之际,民
间财富积累开始加速,洪武体制遭遇巨大困境。 迨至成化年间(1465—1487 年),明代经济有了明显

的复苏,史载: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 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愁

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 舆马从盖,壶殇罂盒,交驰于通衡。 水巷中,光彩耀目,游
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
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

产益多。
市场复苏的同时,作为交易润滑剂的货币需求迅猛增加。 然此时明廷不铸钱已多年,纸钞业已崩

溃殆尽,基层市场基本依赖唐宋旧钱、私钱、白银及其他实物货币。 成弘年间(1487 年)也是货币白银

化广泛发展的时期,赋役制度折银的改革日渐深入、规模日增[1]163。
明初经济体制的解体,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力逐步提高,至成弘时期(1487 年)酝酿、发展,

传统市场经济稳步发展,并在明中后叶至清代前期走向成熟。 农村与城市出现专业分化,以棉布行业

为例,农村负责种植、纺纱,城市负责印染和压延加工。 17 世纪开始,人口增长提高了对粮食的需求,
以苏州为中心,通过长江流域和大运河等水运体系,形成了一个辐射范围较广的粮食贸易网络。 游离

在商业圈、贸易圈之外的农村,各自形成了农村小集市,主要交易小商品[34] 。 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并

非源于技术创新与突破,而是内部不断的分工细化以及人力资本的密集投入[35] 。 零散农户交易频繁,
甚至个体手工业成为多数农户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 此背景下,势必需要大量的满足农户日常交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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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小额稳定通货。
明清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民间金融组织的发育程度。 明中后叶,金融组织发育迟滞,钱业

组织、钱商势力与资本规模都较小,政府铸钱后难以借助其力量散播,如万历时期(1572—1620 年)潘
季驯谈及钱法推广受挫原因时指出:“四方钱商未集,以致各郡县有司持官银求之会省,而省中有司又

惧其源之易竭,不敢令流於外郡。”金融组织发展迟滞导致铜钱投放不利,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明中叶

钱法的展开。 到了清代,金融组织相对完善,钱庄、钱铺等机构组织力量较强,甚至逐步形成了钱业行

会,这有利于清代铜钱的散播与钱法的展开。 而且,清廷通过钱商交易制钱也成为政府投放铜钱的主

要手段之一。
(二)民间的小额货币需求

清代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更需要价值稳定的小额通货,而称量形态的白银与铸币铜钱相比,并不

具有很大竞争优势。 明中后叶“白银时代”逐步落地,乡村地方皆讲银不讲钱,但实物形态的白银切

割、行用都较为麻烦[14] ,交易时需要自备称量与裁剪工具,十分不便,如史料载,“近代以来,始闻用银,
为其轻便而易行也。 究之零星分厘秤侠琐屑,是用银终不若用钱之便也。 而且银色高低动多奸伪,使
得银又不若得钱之实也”。 由于各地产出白银成色不同,市场中流通的白银种类繁多,不同成色的白

银流通于不同的交易层次,对此,黑田明伸认为白银分层的现象与铜钱分层性质相同。 但由于材质和

通货形式的不同,不同成色的白银较难区分,明代不行钱地方低伪银横行,加剧了民间贸易的交易成

本。 市场上骗术横行,交易买卖动辄血本无归,“倾造低假,鼓弄乡愚。 一入其手,竟归乌有,贩夫小

民,含泪去耳”。 大多数依靠个体手工业生活的家庭,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交易风险。
没有被铸成银币的白银缺乏规范性,在交易中存在诸多不便,然白银却在明后期不少地方排挤铜

钱成为主导货币,有一个原因是明代货币市场的混乱导致私钱驱逐好钱,白银成为良币为赋税和民间

所需求[36] 。 不过,这一情形,在清代发生重要改变。 清政府提供的铜钱供给量较为充足,为民间选择

铜钱提供了数量和质量上的保障。 加之政府力推,民间潜藏的铜钱需求不断激发,使得基层市场上出

现铜钱替代白银的显现。 广东粮驿道朱叔权奏称:
夫钱之贵,由于泉流日远,用钱日广,从前用银之地,皆改为用钱之区……臣筮仕闽广,

闽省自二十余年以前,大小交易皆用银两,今自分厘以至田产各项交易,值银数十两暨百两

以外,皆用钱而不用银;广东从前则古钱与银兼用,今用银者亦多用钱,文用古钱者,亦多改用

今钱矣。 以臣阅历所至,凡从前用银之地,皆改而用钱,若臣未至之省,其从前用银而今改用

钱者,又不知凡几。
规范制钱在不少流通领域驱逐白银,反转了一般认为的“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认识。 甚至在

地域间决算的大额商贸领域,白银有时也为铜钱所取代,史载:
城九门七市,货卖钱文最多者,莫过于杂粮。 每遇秋成时,外来各种粮食,俱系车马载

至,店捕发卖所得钱文,即用车马载回,易启贩运囤积之弊。
不仅如此,白银的基准货币地位,在部分地区也被铜钱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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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铸钱文,原以代白金而广运用,即如购买什物器用,其价直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初
不在钱价之低昻,今惟以钱为适用,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
明清时期小额交易量不断上升,加上粮食贸易的广泛进行,进一步强化了对小额稳定通货的需求。

对于日常交易而言,称量银显然不是好的选择,“民间买卖原可以银抵钱,然零星日用,分厘交易,有剪

凿分析之耗,有称等低昂之争,有成色高下之殊”。 使用小额铜钱交易,既可以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
又不需刻意辨别,所以民间“每以用钱为便”。 例如,在明中后期的北方边境地区,军饷由白银发放,军
人在当地交易时,须将白银兑换成铜钱才能购买日常用品,典型如:

是以天下省分,有旧钱者则用,无者遂只用银。 然用银极不便于于小民。 且如山陕,即
隶卒而下,不得食菜,通衢大邑,无卖饼之家。 行路者,必自饮爨而后得食,以不行钱,故也。
在传统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白银显然不适用于日渐广泛日常交易和基层市场,其价值基

准也在清前期被铜钱有限剥夺。 民间潜藏的对稳定小额通货的强烈需求,实际成为刺激并推动清廷大

力疏通钱法、广铸制钱的动因。
(三)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重整铜钱流通体制最关键的地方,仍是清政府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易代初期,清廷财政捉襟见肘,
筹集资金的办法往往仅限于税收及铸币,这点与明初相似。 清前期百废待兴,“惟兹兵寇残破之后,百
姓逃亡殆尽,所存孑遗,物力无几” [12]2。 在税收不足的情况下,铸币成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方式。 等到

夺取政权胜利在望,推行统一的币制正是宣示政治权威的有力方式,对于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

而言,更显如此。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清廷陆续在各省开设铸局,典型如湖南巡抚高光斗所论:
近产铜之地,铜铅稍贱,出息必多,一善也;山僻之民,不习私铸,财源益浚,二善也;有一

镇之兵,便有一镇之局,各就其所铸,以佐粮饷之不时,既免挹彼注此之劳,又无偏枯底滞之

病,三善也;常见前代之钱,区域分则,款制各别,殊觉参差。 今行之既广,将使顺治通宝,洋溢

于穷乡僻壤之间,规制大同不更,昭一统之盛世也哉。
王德泰指出,清廷起初的铸币动机源于对铸息的追求以及对建立统一政权的需要[12]2。 铜料短缺

曾是困扰明朝廷开炉铸钱的头疼问题,因铜料短缺而罢铸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有效解决铜料问题,
清廷先是使用税银收买民间铜料,随后由内务府商人代为采购,最终定为各省颁发执照采买洋铜,建立

起一套采购洋铜原料的供给机制[11]61-65。 铜政是清代与明代区别最大的地方,也是清廷重整铜钱流通

体制的基石。 解决了铜料问题,铜钱鼓铸自然不成问题。 也由此,清政府百余年未曾停歇的铜钱鼓铸,
拉开了帷幕,为重建铜钱流通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有效解决货币供应机制外,政府对于铜钱标准的规范也加速了其流通体制的重整。 政府通过颁

行钱法为民间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铜钱标准,并较为宽容地允许各种铜钱并行流通。 官铸的制钱则成

为民间铜钱的标准且依此形成各种相对稳定的虚货币单位,如京钱等地方钱,并依据此形成相对稳定

的比价[36] 。 政府推广铜钱制度及铜钱纳税等政策,也为疆域内的市场带来铜钱的标准化效应,将各地

区隔离的铜钱种类整合统一,为铜钱流通突破“行钱之地”奠定了基础。 此外,清廷还通过税收体系,
重建了铜钱自宋元以来不断下降的信用基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粮饷、俸禄的发放上,也坚持银

钱并给,使铜钱能够无阻碍地流通于政府和民间。 针对民间的私销、私铸问题,清政府通过清初高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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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严酷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解[31]582。
政府强势主导的铜钱政策以及大规模的铸行铜钱,契合了明清经济繁荣复苏、交易日益频繁的小

农及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兵阶层等群体的需要,为清代传统市场经济的成熟提供助推条件。 铜钱在不

少地区出现取代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明显趋势,使得政府在明清“白银时代”的主基调下有限地挽回

了不断下移的货币权柄。

五、结论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在银钱并行流通的结构之下,铜钱流通体制经历了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过程。
本文梳理了两朝铜钱流通体制的转变状况,并从市场发展基础、有效货币需求、政府强力政策三个角度

分析其转变的成因。 笔者认为,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4—1505 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试

图挽救日渐式微的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

围大幅缩小,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 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

波动,表现较为稳定。 铜钱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 政府对货

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 本文认为其转变的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存在不同,市场组织

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而铜钱

地位的升降及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背后折射出明清时期政府组织能力与货币体制存在重要的

内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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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allel
 

pattern
 

of
 

copper
 

and
 

silver
 

form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continued
 

to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under
 

the
 

same
 

monetary
 

patter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wo
 

dynasties
 

showed
 

great
 

distinction
 

in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copper
 

money
 

circulation 
 

since
 

the
 

ChengHo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efforts
 

were
 

made
 

to
 

establish
 

the
 

rule
 

of
 

copper
 

coins
 

and
 

save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copper
 

coins 
 

but
 

it
 

didn't
 

work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nongovernmental
 

coinage
 

was
 

rampant 
 

the
 

value
 

of
 

copper
 

coins
 

was
 

disordered 
 

silver
 

replaced
 

copper
 

coins 
 

the
 

circulation
 

of
 

copper
 

coins
 

was
 

greatly
 

reduced 
 

and
 

the
 

government
 

almost
 

lost
 

ability
 

of
 

intervening
 

currency
 

market.
 

In
 

contras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opper
 

coi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
 

value
 

of
 

copper
 

coins
 

fluctuated
 

around
 

the
 

official
 

price
 

and
 

was
 

relatively
 

stable the
 

circulation
 

of
 

copper
 

coins
 

broke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places
 

where
 

coins
 

can
 

be
 

exchanged  
 

and
 

there
 

wa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copper
 

coins
 

replace
 

silver .
 

The
 

government
 

owned
 

a
 

relatively
 

strong
 

ability
 

of
 

intervening
 

the
 

currency
 

market.
 

The
 

reason
 

why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copper
 

coi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nged
 

from
 

decline
 

to
 

reorganiza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asis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organizing
 

power
 

of
 

mark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
 

people
 

for
 

small
 

currenc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owerful
 

monetary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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